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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臺灣㆞權分配與客家產權

　　以屏東平原為例﹙1700－1900﹚

陳秋坤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提要

　　臺灣於1683年由清朝接管之後，不到半個世紀，便由邊區轉成

為東南沿海新興糧倉。臺灣快速恢復生產秩序的原因之一，在於清

初政府鼓勵「有力之家」拓墾草地，開闢水田，增加米糖生產。許

多寄居臺南府城紳商富戶運用官僚網絡關係，申請開墾執照，前往

偏遠屏東平原佔墾大片草埔，形成大型墾戶。這些墾戶招聘大量佃

戶，包括粵籍客佃，從事闢土開田工程，並運用私人管事，代為管

理佃戶，監督納租。本文目的之一即在分析曾在屏東平原佔墾草地

的所謂不在地業主，如何建立租佃關係，並協助維持早期社會經濟

秩序。其次，本文還討論了不在地業主控制下的大量佃戶，如何利

用開墾永佃，積累初期資本，轉化變成田主階層。本文將舉兩個客

籍佃戶轉成田主的例證，說明客家產權的形成過程，並分析客家社

會公共田業組織特別發達的現象。

關鍵詞：清代、臺灣租佃關係、客家產權、公共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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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1920年代和1950年代耕地調查資料顯示臺灣的地權結構具有下列三種特

徵。其一，所有權分佈呈現高度不均結構，少數大型地主掌握多數耕地。在

1920年代，持有一甲1 以下農戶約佔總農業戶數64%，惟其耕地僅佔總面積

14.35%。10甲以上地主約佔總戶數2.3%，持有耕地則達35.8%。其二，家族

房份共同持有的「共業」，佔地比例甚高。依據1950年代土地所有權統計，

「共業戶」 在總戶數中約有49%，持有田地佔耕地總面積50.55%；佔總戶數

48%的個人，所有地約佔44.59%，另有4.86%屬於團體公有地（例如，神明會

等宗教組織）。在共業戶當中，持業2甲以下者佔85%。這些戶口田數，顯示

臺灣耕地的業主約有一半屬於小規模「共業」，持有人分耕而不分田，田業

集中在共同戶頭。其三，農村租佃制度相當盛行。在所有耕地中，約有45–

48%比例，由佃戶耕種並與地主共分農作所得。2

　　1950年代國民政府為求解決土地分配不均和租佃「剝削」制度，強制推

動土地改革運動，其中規定所有出租的共業土地，一律徵收放領。由此，土

地改革運動的效應之一，就是促使大批中小地主家族放棄耕地，改由另一批

佃戶出身的小面積土地所有人繼續耕作。

　　從近代歷史觀察，我們知道影響農村地權分配的因素相當複雜，政府土

地政策顯然是其中一項。例如，在清末劉銘傳地租改革和日據初期土地登記

政策之後，傳統地主階層，主要為大租戶，基本上已被消滅；不過，由小租

戶晉升的地主階層仍然大量依賴佃農從事租佃生産。其次，文化傳統也影響

土地再分配。例如，粵籍客系移民經常在鬮分產權場合，特地保留部份土地

作為蒸嘗，成立祭祀公業。長期累積下來，在客屬地區的土地經常有過半屬

於「公業」，遠多於私人產權。另外，必需指出，歷史時機因素亦扮演催化

的角色。清初康熙年間政府鼓勵有力之家帶頭開墾草埔，增加稅源，培養一

群大墾戶階層，並建立以村莊為單位的「租館」。這些大墾戶家族聘用私人

「管事」，監督龐大佃戶群，每年收租數以百石，甚至千石以上計的稻榖，

1　甲為臺灣田園計量單位，1甲約合11.3畝。

2　有關1920至1950年代農村土地所有權結構統計，參考徐世榮、蕭新煌，〈戰後初期

臺灣業佃關係之探討　　兼論耕者有其田政策〉，《臺灣史研究》，第10卷，第2期

（2003年12月），頁50-54。本篇論文將家族共有持有的「共業」當作公共田業計算。

筆者認為「共業」基本上屬於房份之間的私有田業，只是尚未分產，「分耕而不分

田」，並不是公共的產業。為此，將共業納入「公田」計算，將造成分配比例的誤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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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地方勢力，在一定層次上，影響清代二百多年農村地權結構。

　　有關清代臺灣地權結構發展的研究，目前學界業已累積相當成果，無

法在此一一詳述。其中，比較有系統的綜合性介紹著作，首推邵士柏（John 

Shepherd）的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一書。這本書描述荷蘭殖民者如何

在臺灣設立瞨社制度，開啟漢人開墾土著草埔先例，進而延續到清代移墾

社會。近年社會學家柯志明的著作《番頭家》（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

研究所，2001），從國家的角度分析土著地權的演化。在區域發展史上，

尹章義著作《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臺北：臺北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

纂委員會，1985），系統地運用張士箱家族契約文書（「張廣福文書」）描

述清代早期墾戶在北部臺灣的佔墾活動。有關清代中北部地區墾戶階層的崛

起，可參考陳秋坤著作《清代臺灣土著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1994）。同時期臺灣南部地區墾戶活動，可參考地理學家施添福的論

文〈國家與地域社會　　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刊於詹素娟、潘英海

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

處），2001，頁48-56）。

　　本文的論述大致採取微觀歷史方式，試圖就小地域的開墾活動和族群關

係，分析清代早期以來地權結構的發展模式。本文選擇屏東平原中資料較為

豐富的萬巒和高樹地區（見附圖），作為分析重點。這兩塊地域的共同特徵

是位於河道水源地區，屬於沖積扇地形，地質相對良好，適合稻作和聚落發

展。其次，有相當多數土地開墾權利屬於閩籍業戶家族（通稱「墾戶」），

在萬巒地帶是著名的施世榜家族，在高樹地區則是閩籍大姓陳氏家族（設立

「東振租館」）。兩地墾戶業主都曾招聘大量客籍移民充當佃戶，建立租佃

生產交換關係，形成所謂「閩主粵佃」的業佃形式。由於這些業佃關係在一

定程度上承續18世紀初葉以來的土地關係，為此，有必要簡要敘述早期屏東

平原的開墾歷史。

㆓、清初臺南富戶在屏東平原的佔墾活動

　　從1620年代荷蘭殖民臺灣以來，屏東平原一直是平埔族「鳳山八社」的

維生領域。不過，從康熙後期（大致在1700年代）開始，鳳山八社屬地普遍

遭受漢人墾佃大量佔墾。其中，有些墾戶利用向官方申請墾照方式，進行拓

墾。更有多數則是和土著業主洽商，購買開墾權利。不少土著部落為減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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餉負擔，並在最低限度保障草埔產權的考慮下，不得不配合漢人租佃習慣，

將草場埔地出租（通稱「贌」）給漢人墾佃，藉此抽收租榖、繳納社餉或貼

補生計。在許多地區，這種開墾形式演化為「番產漢佃」現象（意即土著為

業主，漢人為佃戶）。3 在屏東平原地區，臺南府城寄居的商家富戶更是這一

波圈地風潮的主要角色。以下列舉幾個墾戶家族在屏東平原的佔墾活動。

　　康熙四十三年（1704），臺南府城富戶蔡俊曾向鳳山知縣宋永清請准

給發開墾執照，地界範圍屬於下淡水社，散佈在今天萬丹鄉和竹田鄉廣大地

域。4 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臺南府城富戶盧愧如，結夥林歧鳳和李咸

林等家族，湊資集成3股，設立「盧林李」墾號，向土著部落購買下淡水溪東

側草地，並招聘粵籍佃戶開闢海豐庄（屏東）、火燒庄（長興庄）等七大庄

租業。5 其中，林家分得海豐庄田業，直到清代末葉（1865－1894），仍然保

留大租業主身份（戶名：林高攀、林光英、林陳岸），抽收巨額大租穀。6 其

次，盧氏家族後人盧乃聰（日據時期定居臺南清水寺街），至遲到明治三十

四年 （1901），仍然掌握舊潭頭庄等8個庄頭大租業權多達一千甲，佃戶137

人。7 康熙四十六年（1707），何、周、王等三位富戶也組成「何周王」墾

3　有關清代初期以來，臺灣土著業主出贌草地鹿場，提供漢人「佃戶」開墾，建立「番

產漢佃」租佃關係過程，參見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關於清代政府如何剝

削鳳山八社和漢人佔墾現象，參閱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　　以清代臺灣屏東平

原為例〉，載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頁48-56；至於漢

人墾戶的社會經濟活動，參考陳秋坤，〈清代初期屏東平原的土地佔墾、族群關係與

政商網絡　　以施世榜家族為中心，1690－1770〉，收於陳秋坤、洪麗完編，《契約

文書與社會生活　　臺灣與華南社會（1600－190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籌備處），2001），頁11-46。

4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編號：

4415。

5　參見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臺北：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學未刊碩士論文，1996），頁15-16。

6　林家後人林陳岸（第三房）在1894年一份絕賣契約內，指出其先祖與盧、李二家共同

備資開墾草地，並配得海豐庄、科科林等處大租。1897年林家第四房林番薯杜賣祖先

遺下嘗業。參見王世慶編，《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收藏），第6冊，編號292200，33224。

7　有關客籍佃戶，據稱邱永鎬曾經擔任盧姓等合夥人組成商號夥計，並在其資助下，前

往阿猴社接洽土地開墾事務。參見林正慧，《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

之演變》（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未刊碩士論文，1997），頁48；盧家後人資料參見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總督府公文類纂」（1903），「臨時土地調查局」，卷226

（轉引自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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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向下淡水社土目阿里莫等購得開墾權，開闢頓物庄（今屏東縣竹田鄉頓

物村）草地。8　

　　大約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前後，臺南府城墾戶施世榜（字文標，

1670－1743）已佔墾力力社所屬港東上里大片草埔。9 稍後，施世榜運用屏東

平原租業，包括糖租收益，轉投資於彰化地區，開闢中部地區最大規模水利

灌溉系統，名叫施厝圳，稍後拓展為八堡圳。10

　　根據施家於乾隆十四年（1749）分產鬮約和隨後的租業買賣契約，大致

知道施家在潮州庄、萬巒庄大約共置5個大型的租業，每年抽收租榖約14202

石；扣除各種正供、社課和雜項之後，每年約可收得大租榖11343石。這種年

收一萬石以上的大租戶，在18世紀的臺灣，可說是少有的巨富。以下是1750

－1818年期間，各大庄業坐落和租粟內容：一、 萬巒大庄，年收租榖2351.5

石（晚冬1783.9石，早冬567.6石）。二、頭溝水、鹿寮、上、下六份、硫磺

崎等庄租業，兩季共收租榖3428.62石。三、四溝水、三家村、鹿寮等租業，

年收租榖3267.7石。四、林後（后）、歸善、高崗、三溝水、埤仔頭、劉厝

庄、崙仔頂等庄租業，年收租粟2367.34石。五、頭溝水租館一座三進，另兩

邊護厝，價銀400元。如果按照1甲水田抽收大租榖8石習慣，施世榜家族在萬

巒地區的「租業」至少約有1369甲。11

　　施家曾在內埔庄建造「公館」，作為收租藏穀場所。他們也聘請私人

管事，代為監督閩、粵籍佃戶。不過，從1750年代開始，施家子孫陸續因

8　《新港文書》（臺北：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1933；臺北：捷幼出版社，1995年翻

印），頁141，第十一號下淡水文書，康熙六十年下淡水社土官同立合約。

9　乾隆《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146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卷10，〈人

物志〉，稱施世榜，字文標，（康熙三十六年（1697）鳳山縣）拔貢生。以軍功，題

授都司；轉文職，任壽寧教諭，署漳州教授，內陞兵馬司副指揮。又稱以子士齡貴，

贈奉直大夫。

10　據稱，康熙四十八年（1709）施氏開始籌劃八堡圳水利工程，歷經十年，終於在康

熙五十八年（1719）完成。此條水圳灌溉東縲東西堡等103庄，耕地面積達一萬九千

餘甲。如按每甲田抽收水租4斗計算，每年大致可收水租榖7800石。如加上水田每甲

大租榖8石，年均可收租榖四萬五千餘石。參見蔡志展，《明清臺灣水利開發研究》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32。有關八堡圳的源起與規模，參見顧雅

文，《八堡圳與彰化平原人文自然環境變遷之互動》（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未

刊碩士論文，2000），頁39-40、70-74。

11　根據「吳陳」 租館（由吳、陳二姓合股集資組合）後人提供的資料，在日據1903年，

租館田業估計約有1276.82甲。參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總督府公文類纂」，

編號：4411，「明治三十六年四月吳倫揚（恒記）、陳子清（寓記）申報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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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析產而將租業分批轉賣他人。由施家租業的杜賣過程，可以觀察到幾個

有趣的現象。其一，租業杜賣大致都按庄為單位，並不拆賣，其二，承接

下手都是不在地業主，且每次承接買主家族都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例如，

1750－1770年間，施家田園租業陸續典賣，轉由臺南府陳思敬（陳元英）家

族掌管。1772－1818年間（46年），改由屏東平原北邊今屬高樹鄉的鹽樹庄

陳鳴珂家族接手。到1819－1891年間（70年），這批租業轉由臺南府「吳陳

張」三姓合股組成墾戶（「達三堂」租館）承管。稍後，「達三堂」租館因

張家出賣股份，變成「吳陳」二姓家族掌管。在清末到日據初期（1900），

改由臺南著名糖郊兼買辦「陳順和」家族（戶名：陳順謙、陳日翔，陳文

遠）接管。其三，儘管大租業主頻繁轉讓，佃戶基本上仍然保留獨立經營田

園的權利，只不過隨着業主的轉換而更改納租對象。12

㆔、墾戶階層與清初移民㈳會經濟秩序

　　1700年代初期，以施世榜為代表的墾戶階層，在經管租館之外，也在軍

事、米價、地賦和文教等方面，配合官方，提供必要協助。例如，施世榜在

平定朱一貴反亂事件時，參與軍務，隨征效力，獲得軍功。稍後，施世榜提

撥南北兩處若干租業，補助府城海東書院教師和士子考試膏火。其子施士安

於乾隆九年（1744），捐獻彰化縣大武郡保二抱竹庄租業91.7甲，年收租榖

573石，作為書院學田。稍後，另一名兒子施士齡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捐

獻彰化縣徳興庄租業200石，作為學田。13 其次，雍正年間，施世榜曾接受臺

灣知縣周鍾瑄的委託，代為收貯官方米榖3500石，以應調劑倉儲舊米和採買

之需。14 雍正九年（1731），官方決定自雍正七年（1729）以後臺灣新墾的    

田園，按照福建同安縣下沙則例課賦。至於舊有田園應否按照新則課稅，朝

12　有關施士榜家族田業轉賣過程，參見陳秋坤，〈清代初期屏東平原的土地佔墾、族群

關係與政商網絡　　以施世榜家族為中心，1690－1770〉。

13　余文儀，乾隆《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121種，臺北：臺灣銀行，1962），

卷8，〈學田〉，頁362-363。海東書院學田除了施文標家族的連續捐獻之外，尚得到

其它官員和地方富戶的捐贈。如乾隆十七年（1752）巡道金溶曾撥萬壽宮香燈油田50

甲，年收租270石，作為學田。另外，典史陳琇、監生陳丕等人亦曾捐獻租業215石。

14　國學文獻館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臺北：聯經出版社，1993），〈侍郎史貽直

等審查革職臺灣知縣計贓枉法奏摺〉（編號：1.9.2916-2922，雍正7.2.8）。按地方官

將正供榖散存地方富戶，本有出陳易新或貯備兵米之用。不過，地方官通常會選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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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要求官員探尋輿情之後，再行定奪。稍後，臺灣知府協同鳳山縣等四位知

縣會傳幾名主要墾戶，包括王文泰、黃文達、施長齡（即施世榜家族墾號）

和吳賜義等家族，進行磋商。這些墾戶表示，從前舊額科則太重，是以各人

皆有未報陞的多餘田地。現在官方答應不治從前欺隱之罪，他們願意繼續按

照舊有田額納賦；等到新墾田園所報地賦達到臺灣應有的額數，再考慮以新

科則課徵舊墾田園。15 經過協商之後，本來可能引起糾紛的臺灣地賦問題，

得到妥善解決。

　　從施世榜家族的官商網絡關係，我們發覺清代初期移民社會的地方權力

大致掌握在臺南府城墾戶階層手中。16 其中，施家可說是依賴官僚關係，進

行商業活動的「企業性中介人物」，是代表官方維持地方社會秩序的媒介。

相對地，那些由農村居民共同推舉，以聚落代表身份出面和官員接洽有關地

租繳納與勞役派徵事務的「管事」，則可歸類為「保護性中介人物」。17 例

如，雍正五年（1727）代表一群佃戶向「鳳山八社」之一的平埔族茄藤社

土目接洽開墾屏東平原地邊糞萁湖草地的「管事」林永統，本身既是開墾佃

較可靠的富戶，作為貯存對象。另外，在寄貯的過程中，地方官也可利用採買的策

略，高價借給富戶，再於米價低廉時買回，從中賺取差價。

15　國學文獻館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雍正9年9月29日福建總督劉世明奏報〉

（編號：1.11.4225-4259）。

16　Joseph Esherick與Mary Rankin 在分析近代中國地方精英階層的專書裡，指出類似臺

灣的邊區社會，地方精英經常依賴武裝力量和土地財富，建立地方勢力。其次，地方

精英家族經常因為社會動亂而呈現不同的興衰局面。一般談論到清代臺灣精英家族，

大致都以清代中葉霧峰林文察家族的崛起作為典型代表。不過，就清代早期臺灣南

部的權力結構而言，顯然類似施世榜家族才是地方精英階層的代表。有關清代地方精

英階層的地域分佈和權力形態，參見Esherick and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Introduction”.

17　Prasenjit Duara分析清代農村地方精英階層，指出地方領導人物和國家之間，具有

複雜的網絡關係。其中，既有以獲利為主的「企業性中介人物」（entrepreneurial 

brokers），亦有以保護地方聚落利益而與官僚往來的所謂「保護性中介人物」

(protective brokers)。參見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ter Two, “Brokering 

Rural Administration in Late Qing.” 若以清代早期臺灣權力結構為例，前者可以施世榜

家族為代表，後者則以南部農村聚落的「管事」為典型，蓋他們經常是由居民推舉的

「代表」，代理有關田賦納稅和各種派徵事務。有關「管事」的身份和角色，參見松

田吉郎，〈清代臺灣の管事について〉，《中國史研究》（日本）第7期（1982），

頁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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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陳秋坤

戶，也是墾佃的代表。基本上，林永統的功能主要是替佃農向業主和官員談

判，避免衙門胥吏直接進入村莊，催糧需索。這類「管事」是村莊佃戶推舉

的代表，他們和代理不在地業主管理田業的私人「管事」，屬於兩種不同的

中介性質。雖然如此，企業型中介和保護型中介人物都在不同層次扮演聯繫

官方和偏遠聚落的角色。在行政體系相對薄弱的南部農村，官方必需依賴這

些中介人物代為催租納餉，並維持一定的生產秩序。

㆕、不在㆞業主與粵籍佃戶的租佃關係

　　在少數閩籍不在地業主控制大額田業的環境下，業主與佃戶的關係如

何？粵籍佃戶有無可能建立私有地權，甚至積累財富？地理學家施添福指

出，由於不在地業主掌控田園產權而卻未能投資生產，也未盡到管理地方

秩序的責任，乃至屏東平原形成權力中空，導致農業生產無法上升，甚至

造成頻繁的閩粵族群分類鬥爭。18 本文認為，大租業主投資獲得「墾戶」身

份，並以租佃方式取租獲利，向來是清代以來農村生產結構的主要成份。

大租戶在田地尚未墾成水田之前，通常採取分成租形式；等到田地成熟，變

成水田，業佃雙方再另定契約，改採定額租形式，例如，一甲水田繳納大租

榖8石。這是通臺慣例，說不上是業戶剝削佃戶。其次，大租墾戶與墾區的

聯繋，主要透過私人聘用「管事」，代為監督佃戶納租。能夠被選派為管事

者，經常是地方村落頭人，「必強有力而狡者為之」。19 此外，不在地業主

家族往往和地方官僚建立緊密的政商網絡關係；一旦佃戶抗租，影響業戶繳

納正供，業戶自可運用「稅由租出」的正當理由，稟請地方官員派兵前往鎮

壓。20

　　一般而言，客家移民固然可以尋找無主田野進行開墾，然有相當部份都

願意在大租業戶的架構底下，充當佃戶。一則他們每年只需繳納定額租粟，

不必另行向政府納稅，二則他們可在「開墾永佃」的習慣下，取得田底權

利，並可自由轉讓，形同實質的田主。粵民雖然名義上屬於佃戶，他們卻擁

18　參見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　　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

19　陳盛韶，《問俗錄》（臺北：臺灣文獻會，1997年翻印），〈管事〉，頁72。

20　道光年間理番同知陳盛韶曾指出，臺灣較少出現抗租事件，主要係因業主聘用管事多

為地方有力人士，足以有效監督佃戶納租和維持地方秩序。有關清代屏東平原大租業

戶和官僚的政商網絡關係，參見陳秋坤，〈清代初期屏東平原的土地佔墾、族群關係

與政商網絡　　以施世榜家族為中心，1690－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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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際經營與買賣田地的權利。下面試從萬巒鄉鍾家和高樹鄉劉家等兩個家

族所留下的有限契約為例，描述清代末期客家的產權活動。

　　1920年漢籍住民祖籍調查報告顯示，閩、粵籍住民各有選擇同族同語群

聚而居之現象。21 例如萬巒、四溝水和五溝水等庄居民幾乎全是粵籍（廣東

嘉應州），而閩籍則高度集中在佳佐和新厝等村落；粵、閩籍民形成各自分

居的形態。這些人口結構可能是清代康熙末年爆發朱一貴事件之後，閩粵籍

民各自搬遷集庄，乃至客家聚落組成類似軍事化組織「六堆」，經常和閩籍

庄民形成分類械鬥的歷史痕跡。22 在高樹地區，高樹庄和東振新庄居民幾乎

全部屬於粵籍客家；閩籍移民則聚居田子庄和埔薑崙庄等處。另有位居山坡

沖積扇地區的舊庄和阿拔泉庄，則是閩、粵籍民雜居，各佔一半。23 

表一、1920年代萬巒大庄住民祖籍分佈

閩籍 比例 （%） 粵籍 比例 （%） 總計

萬巒 22 0.7 2984 99.3 3006   

四溝水 3 0.2 1652 99.8 1655       

五溝水 8 0.5 1714  99.5 1722      

佳佐 1388 98 32 2 1420      

赤山 213 82 46 18 259    

新厝 1028 98 23 2    1051      

總計 2662 30 6451 70 9113    

資料來源：《大正九年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住居世帶及人口》，頁110。                   

按：本庄總人口為10782人，內含熟番1853人，生番25人，集中住居赤山、新厝等庄。

21　依據陳漢光統計，高樹鄉約有68.6%住民來自廣東嘉應州；萬巒鄉則有70.2%居民

屬於嘉應州，參見陳漢光，〈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籍貫調查〉《臺灣文獻》23（1）

（1972），頁85-104。

22　新近有關「六堆」類似軍事化組織的討論，參見簡炯仁，〈屏東平原「六堆」聚落的

形成及其社會變遷〉，載於徐正光編，《聚落、宗族與族群關係》（臺北：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頁1-66。

23　臺灣總督府官房課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九年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住居世帶及人

口》，大正十年（192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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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920年代高樹大庄住民祖籍分佈

閩籍 比例（%） 粵籍 比例（%） 總計

高樹庄 23 2 1043 98 1066

舊庄 716 37 854 54 1570

阿拔泉庄 330 57 233 43 563

東振新庄 14 1 1754 99 1768

加吶埔庄 532 92 48 8 580

田子庄 1174 97 37 3 1211

埔薑崙庄 879 97 30 3 909

總計 3668 48 3999 52 7667

資料來源：《大正九年第一回國勢調查：住居世帶及人口》，頁108。

按：本庄總人口為8606人，包含熟番人口925人，生番14人，大致集中住居加吶埔庄。

　　有趣的是，這兩大村庄居民雖然呈現閩、粵異籍分居，但卻同樣面對

佔有大型田業的大租戶家族。在萬巒庄的大租戶便是施世榜家族及其下手業

戶。在高樹庄，則有陳姓家族建立的「東振租館」。本文在兩地各自選擇一

個小租戶家族，看看他們在大租戶佔據大片田業的環境下，如何建立私人產

權。

1. 萬巒庄鍾姓田主與閩籍不在㆞業主

　　本節利用鍾瑞文家族土地文書，試圖描述一個小租戶家族的田產買賣活

動。我們目前所知鍾家資料全賴鍾瑞文（1855－1929）留下之土地文書，計

36件，時間涵蓋自1800年至1906年。從日治時期留下土地臺帳記錄，我們知

道鍾瑞文在逝世之前，仍然不斷添置田產，惟未留下買賣契約。為此，我們

僅能利用清末期間的契書，分析鍾氏田產交易活動。24

　　鍾瑞文家族屬於唐山祖鍾德重公嘗內「俊先戶」派下25，其先祖原籍廣東

嘉應州鎮平縣金沙村，由第十四世鍾鼎榮和第十五世鍾九光等人結伴於康熙

末年間來臺開墾。據稱，當時原鄉族親組成「共業」嘗會，每位成員認資一

24　「鍾瑞文土地文書」，現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古文書室。筆者感謝埔里鄧相揚

先生提供鍾家珍藏古契約文書。

25　此處「俊先戶」表示鍾姓祖譜派系下，某一住居「俊先」地區傳下房份。在近鄰客家

聚落美濃地區，有相當部份房支以「戶」為單位。有關祖譜派系下各房支稱謂，參見

Myron L. Cohen, “Minong’s Corporation: Religion, Economy and Local Culture in 18th and 

19th Century Taiwan,” 收於徐正光等編，《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　　經驗研究篇》（臺

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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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共湊成2800元，藉此輔助族人來臺旅費和初期開墾工本。 

　　鍾瑞文父親鍾懷元屬於第十六世。根據咸豐五年（1855）由鍾懷元三

兄弟各房長子所簽署的一份分產鬮約，我們知道鍾懷元三兄弟大約在1800至

1850年間來臺種田，兼營「坐店」生意（泛指開店營生）。按照民間習慣，

分產鬮約大都由年邁父母主持，本份分產鬮書卻由三房長子代表簽署，進

行析產。一種可能性是鍾懷元三兄弟共同來臺拓墾，建置共同田業；惟在世

時，未能即時辦理分家。等他們相繼過世後，三房也各自建立家庭，乃共同

推派長子分析共有產業。

　　鍾家鬮書聲明，除撥出若干田業作為祭祀公嘗外，所有鹿寮庄北柵門、

弄蛇和萬巒庄南柵門等處租業，一概分成三份，估計每房分得36石租榖（小

租），另加瓦屋「坐店」一間。據此，可知鍾家田業相當集中，總共約有一

百多石，屬於半耕半賈的中小型田主家族。

　　從鍾懷元僅存的一份置產契約，可知他曾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價

銀（墨西哥銀元）190元買下鍾成廣母子位於萬巒庄近鄰弄蛇庄約1甲田業。

本塊田地每年帶納「吳陳」業主大租榖計9.1石，其中1.1石為早冬，8石為晚

冬，顯示本塊田地屬於一年兩收雙冬水田。此處「吳陳」業主前身即是前記

1824年，由 「達三堂」墾戶（由「吳陳張」三姓商家合股組成）股夥重新分

配股份而組成的新墾戶。稍早，「達三堂」曾於1818年間向「陳寧記」（即

陳振宏號家族）典買萬巒大庄、頭溝水等19個庄頭的租業，年收超過一萬石

租榖。鍾懷元所買田業帶納吳陳兩姓大租，顯示田塊屬於小租租業。田主的

收益便在於招佃認墾，分享佃農生產剩餘。一般而言，水田小租每甲約有20

至30石。田主繳納大租之後，每甲租業約可獲利10至20石稻榖。26 

　　鍾瑞文係鍾懷元次子。根據目前所殘留土地文書，估計他大致在1891年

至1906年，先後投資1732元，總共取得6.696甲小租田業，另有地基、建築物

和墳地等項。就田產規模而言，只能算是小地主階層。然而，本文的重點並

不在於田業規模，而是試圖通過田業的交易內容，分析粵籍佃戶的產權積累

過程。

　　鍾瑞文最早典買田業出現在1892年。他以300元（墨西哥銀，每元重0.68

兩）代價向林集景購買位於鹿寮庄西畔1.814甲水田，帶納「肇和堂」租館

大租榖13石（按：此租館為陳順謙長子陳日翔設立商號）。本塊田地原有2.7

26　道光初年（1820年代），陳盛韶稱每甲小租田租率二三十石，園半之；大租田租率八

石，園半之。參見陳盛韶，《問俗錄》，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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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陳秋坤

甲，年納業主「達三堂」大租29.17石，由林集景和李恩榮共同於1887年向林

后庄陳烈 （按：即前文所記「陳利春記」（墾號）家族）購買，價銀300元。

更早時期，陳利春家族曾於1845年以450元向簡家購買本塊租業。不過，由於

1851年和1856年遭到洪水沖毀，原有水田轉成河埔灘地，不堪種植，導致田

價大降。1871年的價格只得100元。據此看來，小租田價似乎隨着田塊恢復生

產力而呈現上漲趨勢。從1880年到1892年，同一地區田塊增值約達一倍。

　　在另一塊田地買賣中，鍾瑞文於1902年以200元代價向鍾阿金購買位於高

崗庄番仔角一塊田地，計0.961甲，年帶「林義鳳」墾號大租榖7.691石。本塊

田地在1800年的杜賣價格為100元。經過近一百年，租業價格增值約達一倍。

連同鍾瑞文在前述田塊的買賣情形，似乎顯示19世紀末期的小租田業具有可

觀的獲利價值。

　　除了投資小租田業外，鍾瑞文利用購買或典借方式，取得屋宇、建地、

墳地和埔園等項所有權。例如，光緒十七年（1891），族親鍾晉文因要回歸

原鄉內地乏銀，將先祖九輝公鬮分遺下一塊地基，位於萬巒庄街大路邊，杜

賣與堂弟鍾瑞文，得價12元。1899年萬巒庄人林清桂因胞弟缺銀作生意，乃

將平常載運甘蔗賺取工資的兩隻牛並牛車，抵按（押）給鍾瑞文80元；每元

每月付交利息2尖5厘，共該給9元5皮（尖？）。27 1904年萬巒庄高崗林貴連

同母親將祖傳埔地1.09甲，抵押給鍾瑞文，貸款90元，言明每元每季利榖7

升，共需年納利榖6.3石。28 

　　鍾瑞文的投資項目固然多在田業收租取利與借貸取息，但有若干田業

買賣卻也能顯示客家嘗會和神明會的特色。例如，鍾瑞文曾在1894年斥資

20元，買下鍾姓「九發公嘗會」內一塊埔園。稍早，九發公嘗曾於道光二十

一年（1841）以嘗會名義，購置田屋。這顯示祭祀公業經常利用公款買賣田

業，再提供會內族人耕作納租。29 1906年，鍾瑞文以270元買下四溝水庄林

華秀一塊水田。稍早，林華秀曾將同一地塊出典給「大陰祀典」經理人鍾神

添，典價銀為200元。鍾瑞文可能因林華秀乏銀回贖而出資買下本塊田地。據

此估算，典價約為賣價74%。30 從「大陰祀典」以典主身份進出土地市場，可

觀察到神明會組織的功能，除去祭祀之外，另有一般銀主取息生利的角色。

27　明治三十二年11月立按牛隻并車字人林清桂。

28　明治四十年1月立按生銀字。

29　道光二十一年立典田屋字人鍾秀文；光緒20年立杜賣埔園永無增贖字人俊先戶（鍾）

傳文。

30　明治三十七年立按田契生銀字人林九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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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地權分配與客家産權　　13

另一個嘗會買賣個例是1925年，鍾瑞文曾出資15元，承頂「義學嘗」會份。

這個嘗會是地方鄉紳為培養子弟向學，利用按股出資形式，組成共業團體；

其目的在建立私塾，並運用部份會份共業所得租息，聘請教師，維持私塾費

用。31 

　　最後，在一件可能在日據時期寫下的私人信件裡，我們觀察到，積累相

當田產財富的鍾瑞文曾派兒子回到內地原鄉省親，聘娶媳婦。信中，兒子鍾

桂興報告定親的對象和聘禮，並描述原祖居的情況。看起來，在1900年代萬

巒庄居民和原鄉之間，仍然保持相當密切聯繋。

　　敬稟者。不肖男由家中起身，一路平安，無煩遠慮。自舊歲26

日到家鄉。茲正月定有一妻，係河東本家培英頭女，生於嘉應州陳

姓。言定價銀壹百七十大圓。現下拮据，無可相梆，即向林連登兄

借過銀壹百五十圓，又兼記水祖父母，用費浩繁。至若嘗信以及花

紅，一切交清。但祖父遺下田園屋宇一一留存。閱信後，速即付來

銀四百元，不可遲回。   不肖男鍾桂興。

2. 高樹庄劉姓田主與東振租館

　　高樹地區大致開庄於1730年代。惟在整個清代期間，高樹地區因位居荖

濃溪下游河口，屬於沖積扇地形，河道經常變化，加上夏季洪水經常泛濫，

導致居民頻繁的搬遷。例如，東振庄原來位於鹽樹腳庄，稍後自乾隆初年因

河道變遷，引發水患，居民逐漸搬遷。大致到1860年代，東振庄附近三張蔀

輩田地逐漸開闢，建立村莊，形成「東振新庄」。又如咸豐九年（1859），

船斗庄和鹽樹角庄被洪水沖破，居民遷移今田子庄。1887、1896兩年大埔庄

和鹽樹角庄遭受洪水，居民流散。1899－1900年間，荖濃溪水暴漲，毀壞埔

薑崙、頭崙和中崙等庄聚落，居民乃遷往新埔薑崙、鹽樹等地。32 

　　在水災之外，另一個影響居民生計的問題便是水利灌溉。本區農田水

源取自荖濃溪河道，包括今日高樹庄和里港鄉土庫村等聚落，都需依賴溪

水灌溉，方能逐步將草地改良為蔗園、水田。然而，由於水源經常因河道變

遷而影響水勢，乃至居民為分水問題而起爭端。乾隆二十五年（1760）鹽樹

腳庄、三張蔀庄和龍肚庄等村民，便為灌溉水源分配，相互向臺灣府知府控

31　大正14年4月鍾祿生杜賣義學會嘗名份。

32　黃瓊慧，《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頁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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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陳秋坤

告。稍後，知府便以各庄納稅多寡，決定水源分配比例。33 目前，高樹地區

仍然保留舊圳和新圳圳道；前者據稱是由客籍移民於1730年代開鑿，後者則

是閩籍陳開蘭家族於1800－1835年間建造。根據地方耆老報導，在19世紀，

陳家不僅控制灌溉水源，而且掌握大片田園租業，建立租館，主宰地方權

力。他們連同姻親蔡家，被時人稱為「陳皇帝、蔡國公」。時至今日，若干

客家耆老，仍然對陳家支配水源，遙控粵籍佃戶生計，導致閩粵業佃緊張關

係，印象深刻。34 

　　高樹地區最著名的墾號可能即為陳姓業主建立的「東振租館」。就目

前殘留的土地契約，大致知道陳姓業主於1750年代前後便建立「東振庄」

租業。高樹地區最早出現的田地買賣契約，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田主柯

任自賣一塊水田。從賣契內容看來，陳姓業主土地原屬草埔，出贌給佃人

柯任開墾後，成為栽植甘蔗熟園。稍後，佃戶將部份蔗園改良變成水田轉賣

他人，得價128兩（折合墨西哥銀188元）。本塊田地每年帶納業主租粟（不

詳），顯示賣主是「小租田主」。陳姓大租業主（「東振庄主」）由管事代

理簽證。如下舉契約所示：35

　　立杜賣契人柯任。有明買過牛蔗分半隻，內抽出園叁坵，開築

水田叁段，大小坵數不等，明丈壹甲壹分陸厘，又帶園壹埒，明丈

壹甲貳分肆厘，年配業主租粟照例完納，坐落在東勢，四至交界載

在契後明白，帶圳水灌注。今因別創乏銀費用，先盡房親人等不願

承交外，托中引就與陳壯補、陳脾旺仝出首承買。三面言議，出淂

時價銀壹百貳拾捌兩正。

（下略）

知見人管事（東振館業主陳圖記），為中人胞姪水生，知見人陳秀

33　陳秋坤，〈里港水災史〉，刊於陳秋坤編，《里港鄉志》（屏東：里港鄉公所，

2003），頁566-569。

34　根據1900年代日人調查，開鑿東振庄水利系統（濁口圳）者為陳陶蘭，時間約在1800

年代。《臺灣土地慣行一般》，頁583。黃瓊慧推測為嘉慶中葉，前引，頁92。據

本人訪問陳家後代十一世陳雲震，表示開鑿水利者應該是六世陳德容和七世陳開蘭

（1800－1835）。由於陳家控制水源，影響客家佃戶農耕，引起不滿和沖突。傳說客

家農佃特地聘請嘉應州梅縣蕉嶺一位國術家廖金鐘，訓練客籍居民對抗陳家勢力，並

破壞陳家風水。另有一說稱「陳皇帝，鄭國公」。

35　臺灣史研究所藏古文書，編號：T385D3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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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

乾隆貳拾叁年伍月　日親立杜賣契人柯任

同一地塊在嘉慶六年（1801）又經過一次買賣，此次買賣所立契約如下：36

　　立典契人陳樹老。有承父明買過牛蔗份半隻，內抽出園三坵，

開築水田三段，坵數不等，業管明丈壹甲壹分陸厘。內抽出水田

捌分，坐落土名牛埔潭（下略）年配大租粟陸石滿，併帶水圳灌

蔭充足，今因乏銀別創，（下略）即托中引就與府治林必仁官出首

承典。當日三面言議，值時價佛面銀貳百伍拾大員，折重貳百兩正

……其田限至四年為滿。（下略）

嘉慶陸年陸月立典契人陳樹老 

此時，原買主兒子陳樹老將繼承自父親田地1.16甲中，抽出其中部份水田8

分，出典臺南府城居民林必仁，典期4年，典價250元（折銀重200兩）。典約

聲明，年配大租粟6石。明顯地，這塊田地到1800年代，業已開墾成熟，大租

業主即照慣例，每甲水田抽收6至8石稻榖，作為大租租粟。相對地，此時小

租田價遠比1750年代高出甚多，8分水田典價遠超出原有田業1.16甲的賣價。

這顯示小租市場呈現強烈需要，也表示稻榖生產具有相當利潤。

　　陳家在東振庄設立租館，聘請專人擔任管事，處理招耕納租事務。由

於佃戶之中，有相當部份屬於粵籍，東振租館為求管理方便，另行設立粵

庄管事。如下舉契約所示，東振庄業主陳元隆，東振館管事葉夢華和東振新

庄（粵）管事楊渠成，共同在水流庄（位於東振庄附近，後遭洪水沖毀）一

份土地賣契簽署。這份契約顯示閩籍陳姓業主居住船斗庄，享有抽收大租權

利，並委派粵籍管事代為管理佃農。37

　　立杜絕賣田契字人林開招、林四海。承祖父遺下有水田壹處，

坐落土名水流庄邊南畔新庄伯公背（下略）計帶甲聲玖分五厘正，

又帶圳水灌蔭充足，每年納東振館大租粟捌石零柒升正。今因乏銀

應用，情願將此田變賣於人。先儘問房親伯叔人等俱各不能承領，

36　臺灣史研究所藏古文書，編號：T385D316.002。

37　臺灣史研究所藏古文書，編號：T304D2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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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陳秋坤

托中引就於新庄劉懷郎出首承買。當日憑中三面言定，時值價銀貳

佰貳拾大圓。（下略）

業主陳（港西上里船斗庄業戶陳元隆圖記）說合中人林傳，見在林

新立

東振館管事生員葉夢華，東振新庄粵管事楊渠成

大清同治叁年甲子歲拾月拾叁日立杜絕字人林開招、林四海

　　劉懷郎（1829－1900），祖籍廣東省嘉應州蕉嶺縣白渡鎮。其先祖劉

孔量（十一世）最早來臺，傳至其父劉連國為十五世。根據一份年代不詳的

「立出招字」，顯示劉懷郎年幼時，因父親早逝，母親深感無力養育，曾招

聘江阿古（瓊英）為繼夫。約字聲明，等劉懷郎長大到16歲時，需歸還劉家

為嗣。至於招夫可獲得所有田產一半。38 等到光緒四年（1878）劉懷郎積累

相當財富後，決定將母親贖回劉家，「同享榮華」，乃出資向江家後人辦理

回贖手續。39

　　立贖回之日。劉阿郎先年帶有母親六妹招得江瓊英為夫，今因

劉阿郎安家落葉，托得中人就問江瓊滿、燕兄弟等，甘願將此母親

贖歸劉家同享榮華。二比甘願，恐口無憑，字一紙為照。

又批明鍾氏名六妹將此十四大元正贖歸劉家安業

大清光緒四年贖字江瓊滿、燕

　　據此，可知劉懷郎早年生活應該相當清苦。從目前所見土地文書，推測

他大致在1845－1891年間活躍於田園買賣市場；前後投資約有2836元，主要

從事購置小租田業，向現耕佃農收租取利，或是利用典胎借貸，按息生利。

就田產規模而言，劉家只能算是中小型田主。不過，在偏遠的東振庄聚落，

他卻屬於刻苦奮鬥，從無到有的有產階層。

　　從兩件佃權買賣交易，或許能夠看出劉懷郎的經商之道。咸豐七年

（1857），劉家向蔡榮明兄弟典買位於東振新庄東頂一片田地，計0.8甲，年

納東振館大租粟7.2石，典價150元，典期5年。可能蔡家在典期結束後，並未

備銀贖回。一直等到同治九年（1870），蔡家才向劉家要求杜賣，惟賣價只

38　臺灣史研究所藏古文書，編號：T336D276.1。

39　臺灣史研究所藏古文書，編號：T336D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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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60元。稍早，這片租業是蔡家父祖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向廖家以300

元代價買入。至於廖家則是嘉慶二十五年（1820）向楊振鵬兄弟以120元購

置。從本片佃權租業買賣過程，大致可看出，小租佃權價格在19世紀上半葉

持續呈現往上盤升趨勢。至於劉懷郎以近乎半價的價格買得佃權，推測可能

是出典者缺乏銀錢所致；蓋此出典者先前已因周轉困難，將田業出典。等到

13年後，才提出杜絕盡賣要求。這類「先典後賣」，本來就是民間業主試圖

延緩田業流失速度的主要辦法之一。不過，劉懷郎最後還是等於以半價的價

格，取得本塊租業的管業權利。

　　另一件田業買賣活動，發生在同治十年（1871）。劉懷郎以300元向蔡陶

林號（蔡榮記商號40）買得位在西柵門伯公背1.286甲田業，年帶納東振館業

主大租榖12.479石。本片田業乃是蔡家於1830年向賴日生兄弟，採「先典後

賣」方式取得：1829年先典430元，經找絕100元，合計530元。至於賴日生兄

弟田業則是繼承自父親賴兆進於1803年，向賴仕達兄弟以450元買入，不過，

當時田業規模只有0.386甲。從田業規模和田價的變化，可觀察出田地隨着改

良而變大；田價也跟着市場需求而增加。然而，到劉懷郎手中，卻能以將近

半價價格，買入本片田業。

　　從上舉兩件田業買賣契約，約略看出劉懷郎具有敏銳的商場眼光，能

夠以低價買得佃權，再從招佃收租中取得利潤。不過，劉懷郎在買賣田業當

中，似乎也不忘投資抬升社會地位。同治三年（1864）劉懷郎將東振庄三張

蔀新庄南片二塊合計3甲水田，年帶納東振館大租榖22.5石租業，捐施作為龜

仔溪的義渡。所謂義渡是一種地方善業，主要是聘請專人在河邊擺渡，無償

協助鄉民過溪渡河。41 劉懷郎以340元代價，向蔡陶林號買入此片田業。至於

蔡家則是於道光十年（1830）以750元買自陳國兄弟。陳國兄弟的田業繼承

自祖父，其祖父則是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750元買自蔡士達兄弟。看來

劉懷郎還是以將近市價一半的價格買得本片租業，並捐獻出來，作為慈善事

業。

40　蔡陶林為蔡姓大族公號。在咸豐八年（1858），蔡陶林和鄭元圭、黃良春、楊仲義等

四大家族曾為港西上里搭樓庄四大股人（地權持有人），兼為重要水利「南坡埤」圳

道起造人。四大股人曾為共同出資修建水利系統簽署合約。參見王世慶編，《臺灣公

私藏古文書彙編》，第6輯，第12冊，編號476。

41　早在雍正八年（1730）高樹庄附近客屬居民便因荖濃溪水渡船問題，舉辦捐款義渡基

金，一方面協助村民對外交通經商買賣，另一方面防止筏夫任意索費。參見陳秋坤

編，《里港鄉志》，頁54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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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陳秋坤

　　到1870年代，劉懷郎業已積累相當田產租業，在地方上卓有地位。即便

是東振館大租業主也經常前來借貸資金。例如，光緒四年（1878）東振館業

主陳耀潮因無力繳納土地稅賦，請求劉懷郎充當中介，向東振庄「城隍會」

（按即地方神明會祭祀組織）代為借貸資金450元，每元每季貼利8升稻榖。

光緒八年（1882），另一名東振館業主陳濟南「因考試乏銀應用」，向城隍

會會員劉懷郎、楊應科等二人借貸30元，言約每年利榖4石5斗。然而，到了

1889年，陳耀潮因積欠負債，乃將租業轉讓另一房支陳日新（商號：陳丞和

館）。不過，由於新業主不願承接舊借主債務，引起財務糾紛，導致銀主劉

懷郎不滿，乃具狀向鳳山知縣訴訟，請求仲裁。

　　另一件大租業主與小租田主的糾紛，發生在光緒十七年（1891）。此

時，正值巡撫劉銘傳推動改革地租運動（1886－1889），鼓勵小租田主向

政府登記土地產權，負擔地稅，並安撫大租業主，允許按照「減四留六」方

式，保留六成原有大租數額，惟需放棄業主權利。這項賦稅改革運動，在中

南部地區曾經引起大租業主階層的反彈，甚至在1887年激發彰化地區大租戶

施九緞抗官反亂事件。

　　在高樹東振庄地區，以劉懷郎為代表的小租田主曾為大租繳納問題，

控告東振館業主。根據訴狀內容，我們了解到，官方「減四留六」政策，

在高樹地區變成「減三留七」，意即大租戶要求保留七成大租，而不是官定

六成。42 其次，東振館業主向來對佃戶按甲收租之際，要求須用業主規定的

「大栳」量器，每石等於加收7斗。此外，業主另有向佃戶加收二石稻榖的

陋規，作為貼補各庄管事薪勞和僱工守隘防番等費用。現在，佃戶（小租田

主）認為，官方業已廢除私人設隘制度，業戶就沒必要加收有名無實的防番

費用。為此，劉懷郎具狀，請求地方官禁止業戶額外加收二石租榖陋習，並

且勒令改用「公栳」量器，實收租榖。43

　　劉懷郎所代表的小租田主階層為何選擇在政府推動地租改革之際，控

告大租業戶？他們在此之前，不是按時繳納數十年大租、隘租和各種附加

負擔？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大租業戶勢力逐年消沉，而小租田主則因累積田

42　業主要求佃戶「減三留七」而不是官定的「減四留六」，其實在南部地區包括鳳山縣

轄內也普遍出現，不是高樹獨有，乃至地方官為平撫大租戶損失，允許保留租業，並

定下所謂「加三章程」。參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新法》（臺北：南天書

局翻印，1983），第1卷上，頁270-286，〈清賦事業〉。   

43　劉懷郎撰，〈為不遵酌減民困，難堪照舊完納以垂永遠〉，臺灣史研究所藏古文書，

編號：T386D31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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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經營權利，建立地方力量。另外一種可能性是相互比較的刺激。劉懷郎

在訴狀中，引述同為大租戶的「肇和堂」（陳順和家族），並沒有向萬巒庄

粵籍佃戶抽收額外增租。或許是受到這些近鄰業戶的影響，劉懷郎才遞出訴

狀。惟不管動機如何，從東振租館後代一再向佃戶田主借貸解困，可觀察到

業戶與田主家族的經濟力量，的確呈現相對消長的局面。44 

　　從劉懷郎的控訴文書，我們了解到19世紀中葉以後大租業戶與佃戶階

層的長期矛盾。大租業戶與佃戶的租佃關係並不是純粹的生產交換關係，而

是包含所謂經濟外權力關係。高樹庄陳姓大租業主不但控制灌溉水源和大片

土地經營權利，而且利用管事和設隘防番名義，監督佃戶納租，增加額外租

粟。這些長期存在於業主與田主之間的不滿，終於在政府推動地租改革的契

機下，引爆成為訴訟案件。

  

㈤、客家產權與公業組織

　　學界普遍認識到，客家聚落的特色之一，乃是「公共田業」組織相當

發達。在客家村莊，公業所佔面積經常遠高於私人田業。所謂「公業」組

織，包括各種家族祭祀組織（俗稱「蒸嘗」）和宗教團體所代表的各類神明

會（俗稱「會」）。其中，嘗大致分為兩類：其中一種是以大陸唐山祖（祖

公會），或是開臺祖（丁仔會）作為祭祀對象，稱為公嘗（又稱「大公」，

屬於合約字或稱合同性公業）。另一種則是以房支為單位的私有家族嘗會，

稱為私嘗（又稱「小公」，屬於「鬮分字公業」）。45 一般的作法是由立鬮

人抽出部份田租，生前作為父母養贍，百年後作為墳葬祭祀費用。此部份

44　道光六年（1826）年鹿港理番同知陳盛韶指出，大租價極賤，小租價極貴，理由是佃

戶只認小租為主人；抗納升斗，聽其撥換，故不敢抗小租（陳盛韶，《問俗錄》，

〈大小租〉，頁72-73）。小租田主階層爬升為農村主要勢力，在19世紀初期便呈現徵

兆。

45　臺灣和閩西客家宗族組織與嘗會的研究，參見莊英章、周靈芝，〈從唐山到臺灣：一

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載於《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

主義研究所，1984），頁297-333；陳祥雲，〈清代臺灣南部的移墾社會　　以荖濃

溪中游客家聚落為中心〉，載於《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客家

委員會出版，2002），頁57-96；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陳支平，《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上海：

三聯書店，1991）。有關目前研究的綜合討論，參見楊彥傑，《閩西客家宗族社會研

究》（香港：國際客家學會、海外華人研究社、法國遠東學院，1996），頁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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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陳秋坤

田業經常變成祭祀公業。其次，將繼承自父祖的各類蒸嘗、會份（例如，福

德爺、祖師公、香燈會份等租業），留存作為家族公業；至於本身自置田產

租業則按照房份均分。至於神明會田業，主要以伯公（土地神）和各種宗教

信仰祭祀對象為主，以認股方式籌資，購置田業，並以租息所得，維持廟會

和慈善活動。這類由眾人湊資合股的租業，屬於「合同性公業」；它們基本

上，也都是依賴佃戶或現耕佃農繳納租粟（主要為小租）作為維持費用。

　　本文利用日據初期（1900－1920）日人為求課徵土地稅賦而要求民眾

登報土地所有權的記錄，分析閩籍和粵籍（主要為客屬居民）村莊土地所有

權的分配結構。這些記錄通稱土地登記臺帳，一般按照土地所有性質加以分

類。例如，公業（主要為祭祀公業）、「共業」（主要指家族房份共同持有

的田業）46、神明會、國庫（總督府）和私人持有田業（私業）等項。其中，

土地性質又細分為水田、熟園、建地、墳地和原野等類。本文重點在顯示農

村生產活動的主要內涵，為此，只選擇水田和熟園兩項產業部份，其它像建

地、墳地和林野則不在統計之列。

　　我們觀察到，粵籍客民聚落之公共田業，普遍明顯高於閩籍村莊。例

如，萬巒大庄幾個客屬聚落之中，萬巒庄總田園646甲中，公業佔386甲，

比例高達60%；四溝水庄（377/295甲）為78%；五溝水庄（883/569甲）為

64%。如果將神明會等合同性公業合併計算，客庄共有田業分別高達70%、

86%和78% 。相對地，閩籍為主村莊，如佳佐庄和赤山庄，公業分別為51%和

54%，私業卻達40%。47

　　在粵籍客民為主的村庄，如高樹庄，總田園313甲，公業約有19甲，僅佔

6%,惟共業卻有165甲，佔53%，神明會亦有37甲，佔12%；東振新庄田園318

甲，公業有45甲，約佔14%，共業則有122甲，佔38%；神明會公業40甲，佔

13%。至於閩籍村莊，如田子庄，公業佔19%，共業14%，私業則有64%。阿

拔泉村，公業14%，共業僅7%，私業卻高達72%。在閩、粵雜居村莊，如舊

寮和埔薑崙庄，公業與私業比例約各佔一半。48 不過，在神明會田業的比例

46　公業指家族共有田業，例如祭祀公業和神明會田。原則上，公業不准分割，也不得典

賣他人。共業則指在土地調查期間（1900年代）尚未分割的家族共有田業；在所有權

性質上，它們屬於私有，由各房分耕而不分田。

47　1900－1920年萬巒庄田園登記數字，根據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藏，日據時期萬巒庄

等土地臺帳。

48　在粵籍聚落，公業與共業經常難以清楚分隔。就性質而言，共業為家族房分共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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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則普遍比客庄低，僅佔3–7%。49

　　萬巒大庄當中客庄公業比例，較高樹客庄高出甚多，可能和萬巒庄開闢

較早，地質相對穩定，且可耕地面積較多有關。蓋從清代開始，萬巒附近地

區即為著名糧倉所在地。相對地，高樹地區接近荖濃溪沖積扇，經常發生水

災，乃至村民頻繁搬遷，可耕地也相應短少。顯然，同為客家為主的村莊，

其共同持有田園面積和比例因地理條件和可耕地範圍而呈現顯著的差異。

　　為何客庄家族遠比閩庄更願提撥田產，作為公共田業？有一種說法是，

這是延續原鄉傳統習俗而來。50 其次，移民社會環境的族群競爭與緊張關

係，引發客籍居民集體危機意識，乃至集結財力，以待不時之需。客庄各種

嘗會共業，平時既可提供族親耕作機會，又並接濟困苦鄉親。51 人類學家孔

邁隆莫（Myron Cohen）研究同屬客家聚落的美濃庄，發覺嘗會組織所佔田園

約近全部耕地面積一半。他認為，嘗具有聚宗族情感、培養自我認同功能。

至於神明會則有提供村民跨越宗族、聯絡情感的作用。52

　　看來客家村莊的共業，既有原鄉文化傳統，亦有配合臺灣生存環境所

累積的生活知識。其中，家族利用共同持有田業，定期舉辦集體祭祀祖先儀

式，維護祖籍和家族認同意識，從而避免均產分家之後，家族組織解散的危

機，可能也是一個現實因素。53 在此，僅以高樹庄為例，說明共業的經營與

　　　　　　　　　　　　　　　　　　　　　　　　　　　　　　　　　
有，屬於私有產權。祭祀祖先和神明等田業，屬於公業。然而，同屬於家族的大小公

田業，經常被列為「共業」。公業與共業的糾葛，顯示傳統家族田業產權結構的複雜

性。

49　1900－1920年代高樹庄田園登記數字，根據屏東縣里港地政事務所藏，日據時期高樹

庄土地臺帳。筆者感謝黃瓊慧提供統計資料。

50　臺灣早期客籍移民運用原鄉嘗會組織提供旅費和人脈關係，前往屏東平原拓墾，並建

立客家聚落，參見林正慧，《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頁

84-88。

51　林正慧分析清代早期客籍移民組織，指出嘗會經常扮演小租戶角色，招呼族人佃耕，

兼救濟貧困，並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功能相當廣泛，儼然是客家村落的主要支柱。

她引述時人見解，認為客家聚落普遍比閩庄富足，或在此（嘗會）矣。參見林正慧，

《清代客家人之拓墾屏東平原與六堆客庄之演變》，頁85-94。有關明清時期福建地

區地主家族提留族田的習慣，參見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頁

188、263；陳支平，《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頁58-74。

52　Myron Cohen, “Minong’s Corporations: Religion, Economy and Local Culture in 18th and 

19th Century Taiwan.”

53　家族關係經常依賴公業（例如公廳）而維持象徵性共體意識。在田產鬮分之後，如

果年邁雙親再相繼死亡，房份之間便瀕臨解體。若干學者研究廣東珠江三角州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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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陳秋坤

功能。

　　1930年代在高樹地區登記的土地臺帳，曾經記錄清末時期仍然存在的若

干唐山祖嘗會組織，例如鍾璥公嘗公業。到19世紀中葉，若干以開臺祖作為

祭祀對象的嘗會，也以公業形式組成。嘗會和公業組織設有管理人，經理每

年收支和祭祀事務，在徵得會內同意後，管理人亦可買賣田產，作為處理嘗

會內部活動費用。

　　公嘗田業的管理，經常需由會內公推經理人，掌管租業收支和公款的運

用。如下舉同治六年（1867）鍾璥公嘗會杜賣田契，嘗會經理人共同決議將

族內一塊小租共業，年帶東振館大租，絕賣劉懷郎。本契末尾除了幾位經理

人共同簽署外，另外尚有粵庄管事和大租業主蓋章，相當慎重。54

　　立杜絕盡根賣田契字。鍾璥公嘗內經理人梅郎、振東、添進、

福興、旺達、細苟等。承先年璥公嘗內買有水田壹處，坐落土名東

振庄土地公側上邊，今因嘗內乏銀應用，眾議將此田截出二分之額

（下略），原帶甲聲貳分正，每年該納東振館大租粟壹石捌斗正，

又帶圳水灌蔭充足。眾議情愿將此田出賣與人。先問本族人等俱各

不能承領，托中引就於本庄劉懷郎出首承買。當日仝中三面言定，

時值價佛銀捌拾伍元正（下略）。

管事（東振庄粵管事楊渠成圖記），業主陳元隆圖記（港西里船斗

庄業戶）

同治六年二月初二日立杜絕賣田契字鍾璥公嘗內經理人鍾梅郎等

　　光緒十八年（1892）劉懷郎因年老而書立的「撥分單鬮書」，是典型

的私嘗。劉氏將田產建物和財務分成公業和均分兩大部份。劉懷郎保留若干

田園租業作為公業，「生為飲食，日後為祭祀蒸嘗」。至於蒸嘗辦法則是，

每年輪流收嘗者，頭年先納大租，然後收嘗。其它不擬公分的產業，包括佛

祖堂、酒灶以及檳榔園等項。其中，檳榔園是比較重要的農家副業。劉氏聲

明，每年出贌外人，可收贌金12元。惟每年需保留2元，供他購買檳榔之用，

港新界的宗族組織，指出族田共業既有經濟共利作用，亦是競爭地方權力的文化象

徵。參見 David Faure, Helen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11.

54　臺灣史研究所藏古文書，編號：T311D25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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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10元贌租則由兩房輪流分享。至於店面、米間和田園租業等項，一概均

分由兩位兒子抽鬮繼承。55 

　　在高樹客屬聚落，另有各種神明信仰，如春分會、國王會、關帝會和觀

音會，以及特殊行業，如匠工組成的魯班會等。這些神明會田業都由村民集

資合股，購置田業，再以租息作為祭祀費用。比較突出的是若干民間慈善組

織，如「義塚祀」，主要是民間善心人士不忍單親來臺移民死後無墳埋葬，

乃湊資組成合同式公業，再以部份租息所得，作為祭祀費用。56 

㈥、結論

　　清代屏東平原客籍移民的產權及其分配，是本文的核心。從既有文獻，

可知從18世紀初葉開始，少數閩籍不在地業主便佔有相當數量開墾權利，並

利用租佃關係，招聘包括大量粵籍客民在內的墾佃，從事實際的墾耕活動。

在萬巒地區客家墾佃面對的是控制為數高達一千多甲租業的大租業戶，而高

樹地區客佃則需對付掌握水利資源和大片租業的東振租館業主。這是移民社

會的歷史產物。本文要問的是，在閩籍業主掌握多數田地的環境下，粵籍佃

戶如何建立私人產權，並建立可觀的公業組織。

　　一般而言，多數閩籍業主透過「管事」機制，監督佃戶生產和納租。至

於客佃則配合「一田二主」的地權結構，向大租業主繳納租粟，並利用「永

佃為主」租佃制度，取得實際管理田園的權利。許多粵籍墾佃，運用半耕半

賈辦法，投資小額租業，或利用典押形式，取得田主權利，逐步積累財富。

萬巒庄鍾家和高樹庄劉家，都是利用近似的投資辦法，爬升為中小型田主階

層。

　　其次，本文觀察到客家田主家族經常提撥部份田業，組織各種蒸嘗公業

和神明會組織。這些公業組織，既有原鄉傳統習慣因素，亦包括移墾地區頻

繁族群分類械鬥事件所積累的集體危機意識。在平時，這些公業組織可資聯

結族親情感，凝聚宗族認同意識；在聚落內部，也因公業嘗會提供耕作機會

和救濟、公益活動，乃至客庄經常顯得相對富足。

55　〈光緒18年立撥分單鬮書〉，臺灣史研究所藏古文書，編號：T358D295.001。　

56　「義塚祀」，位於高樹庄東振新村，推測設於同治年間。至日據1910年代土地登記調

查期間，仍然保留1.166甲田業，並由邱丁與家族長期管理。參見里港地政事務所藏，

日據時期高樹庄土地臺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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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高樹庄劉家案例，可進一步了解客家佃戶與閩籍業主的租佃關係，

其實並不只是單純的生產交換，更包含複雜的權力分配問題。長期控制高

樹庄地區租業和水權的東振租館，除了在閩、粵庄各派管事，監督佃戶納租

之外，經常另行藉口設隘防番，徵收額外租粟。這些租額外的負擔，一方面

顯示閩籍業主長期控制管事人選，監督村庄事務，形成地方勢力，另一方面

也透露業佃之間，隱藏深層緊張關係，一旦遇到適當時機，經常導致正面衝

突。

（責任編輯：劉志偉）

Joumal_2-2_050201.indd 2005/2/1, 下午 05:4324



清代臺灣地權分配與客家産權　　25

附圖、高樹庄及萬巒庄閩客人口比例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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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Hakka Property Rights 
in the Pingdong Plains 

during the Qing, 1700-1900

Chen Qiukun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Abstract

　　Within a half century after its seizure by the Qing dynasty in 

1683, Taiwan had been transformed from an island on the frontier into 

the granary of southeastern China. A key cause of this rapid recovery 

of agrarian production was government policy. The Qing encouraged 

powerful families to reclaim wasteland, construct rice paddies, and 

expand production of rice and sugar. Elite landowning families of Tainan 

prefecture used their bureaucratic connections to obtain reclamation 

licenses that entitled them to assert control over large expanses of 

wasteland in the remote Pingdong area. They negotiated agreements with 

large numbers of tenants, including some Hakka from Guangdong, to do 

the actual work of reclamation. Private managers were hired to supervise 

the tenants and collect rents. The first goal of this essay is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Pingdong plains by absentee landlords, 

by describing how these landlords established rent-exchange relatio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arly socio-economic order. Second, 

the paper explores how tenants initially subordinate to absentee landlords 

were able to use their rights of permanent tenancy to accumulate capital 

and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 a new landlord stratum. The paper uses 

two cases of Hakka tenants to discuss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of Hakka 

ownership rights,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high level of corporate 

property in Hadda society.

Keywords: Qing dynasty, Taiwan land tenancy, Hakka proprietary, 
corporate l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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